
第 48 卷第 4 期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48 No． 4
2015 年 7 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Jul． 2015

收稿日期: 2015 － 04 － 28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案外人权利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研究”( 编号: 13BFX077)
作者简介:周良慧( 1988 － ) ，男，江西泰和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

论我国立案登记制度适用中的恶意诉讼防治机制

周良慧
(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立案登记制度既为民众开辟了更为有效的通过诉讼寻求纠纷解决的道路，同时也为恶意诉讼打开

了方便之门。恶意诉讼防治首先应当知悉恶意诉讼的多样性特征，协调立案登记制度在应对恶意串通的虚假
诉讼和妨碍逃避执行中的作用，为司法改革寻找适合的协调适用方式。警惕立案登记制度适用时可能存在的
案件信息泄露风险，并就可能出现的信息泄露主体予以明确，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探索寻求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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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evention Mechanism Against the Malicious Litig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Filing Ｒ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ZHOU Lianghui
( School of Law，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To protect litigants’right of action and make civil litigation more convenient and more in-
timacy to all the parties，the case filing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been put into effect． The coming of ac-
creditation by registration not only blazes a more efficient trail for the masses to settle dispute through
litigation，but opens up a convenient door to malicious civil litigation as wel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prevention of malicious civil litigation and the accreditation by registration，we should first
know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of malicious civil litig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registration system in
dealing with malicious collusive false litigation and escaping execution，so as to seek a coordinated
applicable method for judicial reform． We should also keep a wary eye on potential risk of case infor-
mation disclosure when applying the case filing registration system，clear about the potential subject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and look for a way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by exploring relevant legal provi-
sions．
Key words: case filing registration system; malicious litigation; cas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even-
tion mechanism

四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一次全面的司法改革即将到来。全会在公报中明确提出对公民起诉的保
障:“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
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人民法院将立案工作进行改革，由原来的立案审查制转变为立案登
记制。该项改革一方面保障了当事人的起诉权，让起诉行为均在法院被记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
也让恶意诉讼者有机可乘。如果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诉讼或法院裁判打击对手或获得对方财物或法律
上的利益，或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获得法院裁判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就是恶意诉讼。［1］因此，公报中提



及立案制度改革的下文便是:“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表明针对恶意
诉讼行为的法律规制亦是司法改革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一、我国从审查立案到登记立案的司法制度变迁
(一)由审查起诉向登记起诉变革的必要性
我国法院的立案工作至今仍然处于由审查起诉向登记起诉变革的初期实践阶段。在我国，有关立

案程序的详细规定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
实行立案和审判分开的原则”。《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中也提及立审分立的相关内容。法院
系统应对立案的态度一直以审查起诉为主导，立审分立的原则使得法院出现单独的立案部门。也正因
为这样，立案阶段对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成为案件进入法院必经道路。考察域外立案相关制度可知，
当今大陆法系民事立案的基本理论主要围绕诉讼要件的概念展开，该理论由德国著名诉讼法学者标罗
在 1986 年发表的《诉讼抗辩论与诉讼要件》一文中首次提出。［2］概括来看，德国立法中的诉讼要件分为
绝对诉讼要件和相对诉讼要件，分别是管辖权要件、当事人能力要件、同种类诉讼系属要件、既判力要
件;仲裁协议、诉讼费用担保。［3］( p52)日本的相关规定包括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请求的目的及原因、诉
讼费事项、送达被告。［4］( p152)现代美国立案标准被称为通知诉达( notice pleading) ，始于 1938 年的《联邦
民事诉讼规则》。具体表述为原告表明其有权获得救济的简短和平实的起诉主张应当包括构成案件诉
讼主张的具体事实。［5］( p23)英国的起诉是由原告向法院申请签发诉状( claim form) 为开端，其内容主要包
括诉讼请求的性质，原告的请求以及和请求有关的诉状明细。［6］( p76)两大法系国家的法院一般并不为立
案工作而单独设立办公机构，针对民事立案的审查一般在书记官处进行登记即可，对诉讼要件也并不做
出实质性的审查。［7］应对国际发展趋势和我国诉讼长期来表现的起诉难问题，四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
出立案登记的改革，表明我国法院针对立案的处理正在从审查起诉向登记起诉转变。
(二)我国现阶段的立案登记制度
一直以来学界针对我国既有立案制度的观点大多以批判和检讨为主，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针

对起诉和受理的把关过于严苛，［8］( p6)对立案登记制度的设立一直为学界和实务界所倡导。该制度在今
年年初颁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 208 条中被确立，在尔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细化完善。从条文来看，在民事诉讼当中，立案登记适用的阶段
包括起诉阶段和强制执行申请阶段。立案登记审查对象为起诉状，并将起诉内容区分为 119 条的积极
要件和 124 条的消极要件。《解释》中还规定了起诉材料不齐全时的处理方式，即在材料补充完毕后的
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这不仅是司法便民的体现且法条中的决定二字也体现了此处审查为程序性审查
的立法趋向。立法的进位之处还表现在《解释》的 209 条，将明确的被告进行了诠释。
现阶段的立案登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立案标准使当事人更加容易迈出诉讼的第一步。在

表现出对以往立法进位赶超一面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虽然 209 条规定了明确被告的情形，但
《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中其他三款内容如何审查还有待进一步解释。虽然《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
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判定一般的起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时
间，然而，如何应对立案登记制度下仍旧表现出的起诉条件设置过高问题，归纳来看其实质是将判决要
件等同于起诉条件以及诉讼开始条件的后果。［9］由于立案登记极富弹性的规定使实践中依旧存在适用
上的困惑，此时如若一味强调降低立案标准同样也容易引发滥诉的风险。［10］

(三)立案登记强化权利意识可能带来的恶意诉讼问题
立案登记制度产生的时代，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虽然中国自古以来民众及官府思想中，对

诉讼均采取消极态度，民众心中对诉讼的贬抑也流传至今。［11］然而有纠纷必然要解决。即使是在美国
这样一个法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诉讼在其历史上也被视作为一种必需的恶。该种观点终结于 1977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投票结果提倡了不以诉讼为恶的新观点。正因为此，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律师煽动诉讼的禁令被联邦最高法院废除，尔后到来的是一个各类诉讼爆发，诉讼率显著增高的时
代。［12］我国在应对纠纷的解决方式上，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孔子表达的思想是通过
礼仪教化来化解矛盾。［13］( p359)无讼表达的是对严格诉讼程序的排斥，倾向的是运用诉讼外纠纷解决机
制来应对纠纷。这种思想也与我国当代司法中强调调解的地位不谋而合。在权利意识不断被强化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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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们不仅懂得如何利用诉讼上的权利来维护自身实体权益，滥用诉讼权利的现象也日渐猖獗。应运而
生的恶意诉讼现象已不再陌生。这类案件往往会以调解的形式结案，恶意串通的双方当事人运用相对灵
活且期限较短的调解程序，迅速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调解协议的相关内容，运行成本较低，且在一定程度
上迎合法官追求调解率的心态。［14］对调解制度的利用仅仅是恶意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现阶段应该关注
的是如何防治恶意诉讼在立案制度的改革之下因为强调降低起诉门槛而变得更加泛滥的问题。

二、立案登记阶段应对恶意诉讼的效能
如前文所述，我国现阶段设立立案登记制度，从立法条件上更多地体现了立案时的便民特色，在降

低起诉条件方面并未起到显著的作用。虽然在面对立案制度改革时会面临因降低起诉条件而导致恶意
诉讼频发的问题，但就此放弃更进一步的改革未免因噎废食。因此做好立案制度改革与恶意诉讼防治
的衔接是当今立法的必然要求。
(一)在立案阶段我国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
如前文所述，现阶段我国立案登记主要适用在民事起诉和强制执行的申请两个阶段。在《解释》出

台之前，《民事诉讼法》对恶意诉讼的规定主要见于法条的第 112、113 条。将恶意诉讼的主要类型归纳
为恶意串通的双方当事人运用诉讼、调解、仲裁的形式侵害他人合法利益或者逃避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行为。《解释》出台之后，将这些内容进行了扩充，规定了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妨碍执行的情形。在程序
上法条规定中恶意诉讼出现的情形吻合了立案登记适用的阶段，然而在内容上法条的规定却略显片面。
法条中规定的内容主要以双方当事人的串通为主要侵害方式而提起的恶意诉讼，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
一方当事人编造虚假无端的事实为理由提起诉讼，滥诉缠诉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在知识产权领域，通
过司法程序确认驰名商标，通过起诉炒作的形式损毁他人商誉名誉，针对某个产品或某个产品领域故意
制造纠纷提起诉讼的案例屡见不鲜。在针对某个被控诉的侵权产品，就其生产、销售、使用等每个环节
各个阶段利用管辖上的选择分开起诉，造成法院重复立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劳动关系领域，劳动者
在建立劳动关系初期便虚报个人信息，留下制造虚假证据的可能，应对日后劳动单位在管理制度上的漏
洞提起诉讼。或借民众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心态，利用媒体炒作扩大影响，最终使单位在迫于诉讼和舆论
的压力下满足其不法或不公平的要求。在应对诸如此类的恶意诉讼时，法律上给出的相应制度措施主
要有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和审判监督程序。这些程序的主要内容看似和立案登记制度没有
过于紧密的关系，但立案中所登记的内容和信息，作为诉讼准入的立案环节都可成为防治恶意诉讼的有
效措施。
(二)立案登记阶段作为判断恶意诉讼起点的运用
恶意诉讼问题存在恶意串通和单独的缠讼，可能单独提起一项虚假诉讼，也可能在执行阶段恶意介

入逃避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履行。立案登记制度的应用在恶意诉讼防治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登记当事
人立案起诉的信息，而且是作为判断恶意诉讼行为着手的重要标准。在诸多恶意诉讼的案件当中，受侵
害一方有时不希望自己的形象以被起诉的形式为人们所关注。比如劳动争议诉讼中，用人单位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应对诉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诉讼给用人单位带来名誉上的损害也使其选择
“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迅速采取“破财免灾”的方式平息诉讼，从而被怀有不法目
的的劳动者所利用。［15］然而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解释》规定，对于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
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
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起诉的一方当事人在受诉时的退让，可能导致的是原告
利用撤诉后还能就同一请求再次起诉的规定反复提起诉讼，在选择“破财免灾”的方式使原告撤诉后还
有再一次被卷入诉讼的可能。虽然不能排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存在着纠纷有待解决的可能，但也不
可姑息原告方对上述规则以及被告方出于维护自身形象或其他利益不愿引发诉讼心理的利用。
在面对上述情形时，立案登记制度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诉讼开始标志的立案，在这里也成

为了判断恶意诉讼开始的起点。法院的立案在这里标志着被告的形象将受到法律的评价，就其社会评
价而言，在进入诉讼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带来了相应的贬损。被告方在计算自身损害的起始便是法院接
收起诉材料登记立案之时。被告方在这里的损害不应仅限于参与诉讼所投入的成本，还应该包括在法
院立案之后或对其名誉的负面评价，亦或是因负面评价而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立案登记所登记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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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方信息、诉讼的理由及诉讼请求将成为被侵害者在后诉对恶意诉讼行为进行控诉的相关证据。
(三)立案登记信息在应对恶意缠讼中的效用
缠讼现象在当今社会时有发生。一方当事人可能对纠纷解决的结果不满意而反复提起诉讼。也有

甚者运用诉讼的形式来达到非法的目的，利用某个案件在管辖上的多重选择性，反复将案件诉至各不同
法院，使法院重复立案。在应对重复起诉问题时，《解释》中规定了重复起诉的条件，即针对法院已经生
效的裁判或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同时满足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三方面前诉与后诉相同，或诉
讼请求后诉是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实质否认。除此之外，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
的，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均构成重复起诉的内容，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
这些属于重复起诉的内容都将在立案环节中被排查出来。由此对法院之间立案信息的互通，立案审查
时需排查的相关信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早在《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 1999 － 2003 ) 》中信息互通就已经成为科学设置法院内设机

构的重要内容。在加快计算机网络通信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基本实现最高人民法院与高中级、基层
人民法院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案件管理、信息和数据统筹、传输收纳案件方面做到了信息的互联。在
此基础之上实现立案登记制度，正是对法院内部信息网络互联的有效应用。通过立案信息对数据库内
容的扩充，法院在排查当事人是否存在重复起诉时可以有效地获悉其是否已经在其他法院重复立案的
信息。现阶段的立案登记制度在方便当事人进入诉讼的同时，也为日后被缠讼困扰的受侵害人列举证
据保留了依据。
由此可知，立案登记制度的改革在应对恶意诉讼防治问题时起到的是积极的作用，这不仅是时机上

在当代司法改革已经达到的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深化改革了立案制度，在效能上也提高了立案阶段法院
排查恶意诉讼的可能性。

三、立案登记制度在恶意诉讼防治中的适用
(一)协调执行异议中登记立案信息的通用
《解释》第 315 条中规定，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受到损失
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这项规定也为恶意诉讼的规制手段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受损害的申请
执行人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损害赔偿。法条当中虽然没有规定提出的是否是侵权之诉，但究其内
容理解不难发现，立法者在此已经将恶意诉讼以侵权的性质进行对待。在美国，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就
是通过侵权诉讼来为当事人寻求救济，恶意诉讼被视作一种侵权方式来对待。［16］

在应对恶意诉讼构成的侵权行为时，辨别该行为的起始点显得尤为重要。不能在侵害人仅具有侵
害意思时就对其进行惩罚。同样，若等到侵害行为完结时再来救济并计算损害，对被侵权人来说又显得
不公平。运用立案登记制度来作为判断侵权行为着手点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法条中规定的通过起
诉方式要求损害赔偿，其实质上指的是以恶意诉讼行为构成侵权为由提起的一项新的诉讼。在这项新
的诉讼当中，原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为原告，被执行人和与之串通的第三人为被告，其行为在此属于共同
侵权行为，判断对方实施侵权行为之时便是其提起审查执行异议的申请或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那一刻。
在我国执行异议的提出和执行异议之诉的提出有必然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执行异议之诉是在提出
执行异议被法院裁定驳回时才可提起。此类诉讼的提起不仅需要满足《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规定的
起诉条件之外，还需满足执行异议申请被驳回;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这三个条件。这些内容都将体现在立案
环节的审查当中。然而此处在适用立案登记制度时则存在一定的矛盾。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均向
执行法院提出，由该法院管辖，这二者存在先后顺序。若立案登记仅从执行异议之诉提起时开始，前期
在执行异议审查时就有可能判断出来的，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是否与原审判决和裁定无关的事
项在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时又将被立案庭再次判断。若将此处立案部门的再次判断作为对前驳回执行异
议裁定的监督来理解，那么立案庭必然要审查在先驳回裁定的准确性而再一次要求法院执行部门提供
驳回理由;若将此判断作为一个新的立案条件来审查，那么立案部门便要求当事人再次提供相应材料，

使当事人在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和执行异议之诉过程中面对同一家法院不同办公机构两次提交材料的负
担。同样在以执行异议之诉为恶意诉讼的情形中，申请执行人以该案外人作为侵权人提起后诉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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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外人所在地法院管辖，若此法院与前申请执行法院不同一时，申请执行人也存在向不同法院两次提交
诉讼材料的负担。鉴于此，执行法院在接收执行异议申请和执行异议之诉时应当报请立案机关对申请
人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在做出驳回执行异议裁定时应当将裁定理由及相关材料转送至立案部门备案
或后诉管辖法院。
(二)实质损害发生的判断与现有救济手段应用
我国立法对恶意诉讼行为发生的实体法效果的处理方式表现为，前诉裁判行为产生法律效果之后，

受侵害的第三人可以通过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或再审的方式来质疑前诉中法院的裁判行为。在前诉执
行完毕之后，前诉的裁判行为被认定确有错误而被撤销的，就已经被执行的财产发生执行的回转;在前
诉执行完毕之前，受侵害人可以加入执行程序以提出执行异议的形式维护自身权益。就单发生在执行
阶段的恶意串通妨碍执行的行为，申请执行人遭受损失的可以以诉讼的形式请求赔偿。由此可知我国
立法并没有承认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起诉存在恶意诉讼行为的现象，因诉累而造成损失没有损
害赔偿请求的权利，这样的做法在应对恶意诉讼行为时显然有些片面。因为在蓄意构造出来的提起诉
讼的合法形式外衣下隐藏的非法目的。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承认单方行使的恶意诉讼行为，并就其造
成损害的事实赋予当事人寻求救济的诉权。
就损害从我国实体法中寻求救济可以在恶意诉讼行为进行到一定程度，其行为模式符合侵权行为

构成要件时运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对其进行评价。在确定恶意诉讼赔偿范围时，可以通过立案
登记制度确定恶意诉讼行为着手之时开始计算。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含给受害人带来的诉累，其中
诉讼中的直接损失可以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参加诉讼的差旅费、误工费还有可能产生的鉴定费。
在诉讼外的间接损失包括受侵害自然人的精神损失、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誉损失。这样的相关规定
可以使受侵害者更加明确地提出诉讼请求，并为就损害事实进行取证提供明确的方向。另外法院也应
当对受侵害者的取证行为予以配合，根据《解释》第 96 条的内容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可以自
行调取，其中就有在审理案件时认为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这一款规定。因此法院
在受理以恶意诉讼侵权为主要内容的案件时，除依当事人申请外还可自行依职权搜集相关证据。这些
证据也让《民事诉讼法》第 112、113 条中法院对恶意诉讼行为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了一定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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